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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人口转型与弹性退休制度

张 翼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社会与民族学院，北京 100732)

摘 要: 要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遵循人口转型规律，在第一次人口红利之后

继续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人工智能对各种工作场景的重塑，会推动劳动参与
人口继续从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转移，强化“人+人工智能”的“合成社会”特征，全面释放新
质生产力的动力活力。这使科技创新颠覆的就业岗位可能会多于为其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在这种情况
下，在工业社会设计的逐渐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制度就需要“按照自愿、弹性原则”而稳妥有序地、渐进地
推进“延迟”。需要注意的是，弹性退休制度的设计，需要解决好社会的公平正义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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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着重指出，要“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要
“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应该说，人口在中国式现代化推
进的每一阶段，都会既发生长变量意义的战略性影响，也会发生短变量意义的即时性影响。因此，以社
会公平正义和人民福祉的增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必须前瞻性分析、讨论和研
判人口发展规律，既以充分就业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也“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一、人口转型:第一次人口红利与第二次人口红利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为在 2029年如期顺利完成二十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各项改革任

务，就需要以人口转型规律为依据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因为人口发展战略是其他战略的基础性战略。只有尊
重人口发展规律，配套相关政策，才能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结果更好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的人口发展实践，已经形成了相对较为确定的人口转型趋势，这可以为我

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尽管各国人口的变化轨迹不同，但转型的主要方向，则是从农业社
会的发展模式转变为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然后再转变为后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在进入后工业社会
之后，还会强化智能社会的发展特性。
在传统农业社会，因为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由此决定了人口只能以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

长率的模式增长———因为是低自然增长率，甚至于有时还是超低自然增长率或负增长率，所以很难达到
工业社会设定的老龄化水平( 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或超过 10%，或者 65岁及以上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或超过 7%) 。① 工业社会初期，由于营养的改善、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劳动条件的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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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农业社会，尽管出生率很高，但因为各年龄别的死亡率也很高，所以，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都很低。如果非经
特殊注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指的是 0岁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各个年龄段人口都会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其预
期寿命。所以，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一个变化的概念。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只有 35岁。
1981年改革开放之初，增长到 66. 77岁。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时增长到 77. 93岁。2022年增长到 78. 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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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与劳动时长的缩短以及节假日的增加，人口发展模式会逐步显示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
长率态势。在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国家，通常还会出现一轮非常显著的婴儿潮( baby boon) 现象。但伴
随避孕技术的推广，也伴随“三育”成本的上升，工业化后期的人口增长模式会逐步转变为低出生率、低
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如果排除移民的影响，单就一个固定人口群体而言，这一规律已被工业革命以
来的世界人口史所不断证明。最近，很多后工业化社会———尤其是在非移民的后工业化社会，已经出现
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与负自然增长率所引发的人口缩减现象。①
人口的增长模式决定人口的年龄结构。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形成深受出生率与年龄别死亡率的影

响( 年龄别死亡率影响年龄别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 ，所以，在农业社会，人口的年龄结构会呈现出典型

的金字塔结构———伴随不同代际人口的成长，同一代内的人口会不断损失，年龄越大，存留越少，到老年
阶段，高寿人口在生命的衰竭中会逐步死亡殆尽。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婴儿潮时期出
生的少儿人口进入劳动力人口阶段，就会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机会之窗”———因为人口出生率的
下降稍早于人口老龄化而出现，所以会形成劳动力人口占比较大、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占比相对较小的
发展机会之窗———如果一个国家有能力打开这扇机会之窗，则“人口机会之窗”就会现实地转化为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红利;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能力利用这个机会之窗，则发展仍然会处于停滞状态②，

陷于马尔萨斯陷阱和低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③。
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少儿人口向劳动力人口的转化所产生的人口红利④，通常被称为第一次人口红

利。第一次人口红利时期的人口年龄结构，类似于纺锤形年龄结构。在工业化后期，在后工业社会或智
能社会，伴随老龄化少子化的持续推进，人口年龄结构会逐步转型为不规则的纺锤形( 长寿人口增加、
少儿人口减少、劳动力人口减少、女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长于男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为减缓人口下
降压力，政府会出台一些激励生育和强化社会养老的制度安排⑤。在各项政策的干预下，如果人口的出
生率接近死亡率，则会形成不规则的柱形结构( 死亡率长期接近出生率而形成的年龄结构) 。在各个年
龄段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逐渐接近其所处时代的最长寿年龄时，高龄人口的数量会增加，但死亡率和死亡

①

②

③

④

⑤

日本的总人口，已经从 2007年的 1. 28亿，下降到 2023年的 1. 24亿人———从 2022年到 2023年，下降了差不多
60万人。其中，日本籍人口已下降到 1. 21亿人。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很难完成经济社会转型，顺利推进现代化进程，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难以将潜在的人

口机会之窗转化为人口红利，从而深陷于人口陷阱。
众所周知，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的开篇，就给出了这样两个理论预设:“其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其
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而且几乎会继续保持现状。”他随后论证说，食物等物质生活资料以算数级数增长，
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因为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食物等物质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由食物短缺所形成的营养
不良、免疫力的降低以及死亡率的上升等问题就不可避免，所以，在传统社会，人口陷阱或马尔萨斯陷阱经常发
生。这个规律在工业革命之前屡见不鲜。马尔萨斯写作《人口原理》的时候，以美国为例论证说，在生活资料
相对充足且又保障下层社会生活之所需的情况下，人口数量会每 25 年翻一番。正如很多人口学家批评的那
样，美国人口的增长，实际是在接受移民和吸引移民的情况下实现的翻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曾经这样说，生命的生产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另一种是“通过生育而生产
他人的生命”。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社会再生产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
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恩格斯详细论证了这两种再生产
之间的关系，认为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决定人口的再生产。
通常，人口大国的婴儿潮持续时间较长，比如中国和印度，婴儿潮就长达几十年。而人口小国的婴儿潮持续时
间则相对较短。
在节制生育政策结束后，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紧缩速度很快，则政府出台激励生育政策的速度就比较快。如果
人口紧缩速度比较慢，则政府出台激励生育政策的速度也会比较慢。人口转型既是经济社会各方面因素影响
的结果，也反过来影响经济社会的各方面发展。所以，在家庭与政府和社会之间，不同人口形势会形成不同的
人口生产和再生产成本分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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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总数也会增加。“柱形结构”假设成立的前提是人均预期寿命既深受全生命周期健康状况的影
响，也深受现代医学科学技术进步的支撑。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正推动人类社会为维持其存
在所需的“两种再生产”模式发生新的变化———当前主要表现为对新生儿数量需求的减弱与对人口质
量提升欲望的增强。
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往往命运多舛———其易于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赢

得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机遇，但却很难维持长期增长态势。这使我们观察到的人口现象是:自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来，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
能顺利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或者很难从工业社会转变为后工业社会而不得不忍受极其缓慢的经
济增速( 或者负增长) ，就是因为其难以将人口机会之窗转变为现实的人口红利。
但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或者也完成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

社会的转变，在快速发展中追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则伴随科技革命的推进和社会生产力水平

的提升，也伴随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处于婚育年龄段人口的婚姻观念和生育意愿也会随之而发生变

化———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结婚后，会逐步降低生育率。这会在婴儿潮结束后接续显现少儿人口缩
减、劳动力人口缩减、而老龄人口却因寿命延长而逐步增加的人口现象，并使劳动力人口、劳动参与人口
和总人口在达峰后形成三个拐点———第一次人口红利趋于消退，而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压力却逐步增加，
由此生成潜在的人口负债压力。① 要减缓或消除人口负债压力，唯有促进科技进步、提升教育质量、增
强人力资本———通过劳动力人口人力资本总量的增加而提升劳动生产率，形成第二次人口红利，以高技
能化和高智能化而继续推进国民经济的增长，以收入分配的改善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增进社会整

合与社会团结，化解“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风险。
中国是世界人口史上人口转变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15—59 岁之间的劳动力人口，在 2011 年达

到峰值，为 9. 4亿。② 2012年拐头向下，降低到 9. 37亿———比 2011年减少了大约 300 万人。③ 劳动参
与人口在 2014年达到峰值，为 7. 6349亿人。2015年拐头向下，降低到 7. 632亿人，比 2014年减少了 29
万人———截止到 2022年年底，劳动参与人口已经降低到 7. 3351亿人，比 2014年净减少了 2998万人。④
中国的总人口，在 2021年达到峰值，为 14. 12亿。2022年拐头向下，比 2021年减少了 85万人———2023
年又比 2021年减少了 208万人。由此完成劳动力人口、劳动参与人口和总人口的三个转型拐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从僵硬的计划经济向更为灵

活和更有效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以持续不断的实践创新，在渐进改革与增量改革中释放出制

度红利，为整个社会普遍创造了发展机遇，解决了庞大的劳动力人口的就业问题，将人口机会之窗成功

转变为人口红利。教育部门的扩张增加了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的人力资本，户籍制度改革与人口流动渠
道的畅通加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市民化和产业工人化进程⑤，促使整个社会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

①

②

③

④
⑤

在出生率下降过程中，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生育观念的转变，少儿人口数量会持续减少，老龄人口数量会快

速增加，导致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速度快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而降低了消费率，这在
某种程度上会使经济增长受阻。但如果生产力的进步速度快于老龄化速度，如果收入分配能够较好解决老龄
化压力，则在理论上可以减轻人口负债压力。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s: / /www．stats．gov．cn /sj / tjgb /ndtjgb /qgndtjgb /
202302 / t20230206_1901955．html。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s: / /www．stats．gov．cn /sj / tjgb /ndtjgb /qgndtjgb /
202302 / t20230206_1901956．html。
根据 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表第 4－2相关数据计算。
有研究估算，在 20世纪 80年代中期，我国农村有大约 30%—40%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数大约为 1亿到 1. 5
亿。转引自蔡昉:《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标识性变化》，《经济研究》2022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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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然后又转化为后工业化社会。在一些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形成了智能社会的发展趋势。
这不断优化了劳动力人口的三次产业结构。
比如说，1952年，中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在全部劳动参与人口中的占比分别

为 83. 5%、7. 4%和 9. 1%。① 在五年计划的接续执行中，1970 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
人口占比分别转变为 80. 8%、10. 2%和 9%———工业化使第二产业从业人口第一次超过第三产业。1994
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占比分别达到 54. 3%、22. 7%和 23%———第三产业从业人
口数量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从业人口数量———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从业人口结构发生的质的变化。2011
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占比分别转变为 34. 7%、29. 6%和 35. 7%———中国有史以
来第一次发生了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数量超过第一产业的历史性变化。2022 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分别转变为 24. 1%、28. 8%和 47. 1%。伴随人工智能与无人车间的广泛推广，从
业人口的三次产业结构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 数据参见 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表第 4－2) 。

二、劳动力的三次大转移:智能社会与人口负增长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农业社会经常会出现由马尔萨斯陷阱所导致的人口负增长。但工业社会后

期和后工业社会的人口负增长，则既不同于农业社会的人口负增长，也不同于工业革命初期的人口负增

长( 有资料证明，工业社会初期城市的死亡率会高出于农村②) 。科技革命不仅会改变社会生产方式、
而且会基由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引发社会组织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尤其是婚
育方式的变革。这就是说，后工业社会发生的人口负增长和智能社会发生的人口负增长，是趋势性人口
负增长，一经形成，就成为结构化力量，并以路径依赖的方式推动社会继续转型。
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了工业社会对农业社会的替代———粮食和肉类的剩余，推

动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并使新创造的就业岗位的收益高于农业部门的就业收入;第三次工业革

命完成了后工业社会对工业社会的替代———工业制造业商品的规模性剩余———促使工业劳动力向服务
业部门转移，也使新创造的就业岗位的收益高于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就业收入③。这两次劳动力的
大转移，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都基于科技革命创造的新就业岗位的总量及其质量高于被替代的就业岗

位，也即在长期趋势上使就业需求侧总量的增加逐步消解了供给侧的压力。这使人类社会有能力较好
克服马尔萨斯陷阱，防止了比较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发生。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能够使政府干预有
效降低市场失灵的负面影响，保障整个社会有序控制经济波动所带来的社会失范，既防止经济风险转化

为社会风险、也防止社会风险转化为政治风险。于是，能够观察到的现象是:尽管人口转型所引发的劳
动力人口、劳动参与人口拐点早于人口总量的拐点而出现，但科技进步却提升了劳动生产率，这在很大
程度上补足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发生的由劳动力人口的减少而造成的物质资料的短缺问题。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尤其是以人工智能涌现为表征的工业革命，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重大不

同，就是“人工智能”不仅会“+”“蓝领劳动者”，而且更会“+”“白领劳动者”。这就会形成“两个双重替
代”:第一，既对三次产业结构中的传统部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就业岗位形成替代，也对第三产

①

②

③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曾经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

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当时的工业化水平很低，第二产
业从业人员的数量与占比也很低。
工业化初期，由于工人的劳动时间长、劳动环境恶劣、医疗资源价格高、人口稠密与居住密度大、食品卫生条件
差等原因，城市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往往低于同期农村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在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在农业劳动参与人口占整个劳动参与人口的比重下降到 5%以下时，农业从业人员的
的收入会趋于上升。当工业劳动参与人口占整个劳动参与人口的比重下降到 15%以下时，工业从业人员的收
入会趋于上升，甚至会高于白领工作人员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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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就业岗位形成替代。第二，既对三次产业的常规性重复性体力性就业岗位形成替代，也对非常规性非
重复性非体力性就业岗位形成替代。“人工智能+”将新质生产力从实验室迅速推向新的生产场景，形
成“无人车间”，这会有史以来第一次一劳永逸地、更为明显地解决了劳动力的短缺问题。由人工智能
所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促发人类社会进入智能社会，其一方面更为强劲地继续推动劳动力人口

从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转移，另外一方面也加大了各个就业岗位的智能化程度，提升了人

使用人工智能创造价值的竞争性。这也使人力资本将不得不跟随科技进步而不断更新，形成为新的人
与人工智能密切结合的“合成社会”和“终身学习型社会”。劳动者在每一就业岗位上，都必须以“人+
人工智能”的模式进行生产与生活，唯此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劳动者使用人工智能的能力越强，其创造
的价值就越大，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也就越大，其创新能力就越强。所以，由第四次工业革命所推
动的劳动力人口向服务业部门的转移而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就可能会小于由其颠覆性创新而替代的就

业岗位，即其创造的新就业岗位的数量可能会小于为其所消除的就业岗位的数量。
同时，人工智能向前发展的另外一个必然结果，是女性就业竞争力的提升。在漫长的渔猎社会和农

业社会，体力都赋予男性以更多就业优越性。在工业社会，女性借助于机械化而获得了一定的就业平等
性。在后工业社会，女性进一步扩展了就业渠道。而“人+人工智能”所形成的“合成社会”的来临，才真
正更为显著地增强了男女两性的平等性。这个趋势在弱人工智能阶段就显示出来了，并将在强人工智
能阶段表现得更为强劲。自媒体抓住这一时代变革的前凑，开始热烈讨论无性别差异的硅基生命对碳
基生命的替代问题。借助于人工智能的赋能，女性的就业潜质与市场竞争力被前所未有地焕发出来。
单是看世界运动员的性别结构就可以洞察这一点:在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参赛运动员中，女性占比已达
50%。这一数字在 1964年是 13. 2%，在 1992年是 28. 9%，但到 2024 年就开始平分秋色。2024 年中国
巴黎奥运会的参赛选手中，女运动员与男运动员的占比甚至达到 2 ∶1。在传统社会为男性所垄断的教
师行业，在现代社会开始让位于女性。比如说，幼儿园和小学的老师、甚至于初中的老师，女性已远远多
于男性。在高中阶段，女老师占比也越来越高。最近，新聘用的大学老师与科研人员，女性的占比也已
形成超过男性之势。①
在劳动力市场中，工业社会的劳动规则———以劳动时长的法定化、劳动地点的空间同一性结构、劳

动组织的人机结合方式、劳动的强度和劳动的熟练程度所确定的收入分配理论，正在被智能社会所改
写———在加入新的时代内容的同时也废止了旧有的不公正和不平等。新型劳动方式和劳动组织方式的
建构，正在为女性创造有史以来最好的发展机会。这极大程度地解构了那种基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
而建构的社会性别分工体系、并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男女两性的家庭劳动分工和家庭决策能力。在“人+
人工智能”所形成的“合成社会”中，两种再生产———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之间形成的那种关
系，就会更强烈地表现为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新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这将更为明显地践行恩格
斯所说的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方式最终决定人口的再生产方式的论断。在这种制约关系中，在人工智能
的加持下，为模仿型波浪式消费所需要的商品将不再短缺，但由收入分配所决定的消费能力的差别将成

为更重要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在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将主要借助于智
能机器人所进行———这在生产端降低了整个社会对劳动力人口数量的总需求，但却增加了对人口质量
的总需求。不管是家庭部门、还是市场部门，都会因为这一需求的转变而发生相应的改变。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大幅改善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但福利投入的净增加，却并不会明显刺激生

育率的上升。家庭的利他主义分配伦理，在不同代际的人口之间，会存在很大的“代差”。一对成年夫
妇的家庭财富，会偏好向父母亲一代分配吗? 会偏好向子女一代分配吗? 还是会更加偏好自己消费呢?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形成不同的养老模式和生育模式。除家庭部门的影响外，整个社会与生育、

① 在很多乡镇、街道的公务员中，女性也超过了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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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育和教育相关的福利水平的降低，却会显著抑制婚龄人口的生育意愿。另外，在人口金字塔中，如果
育龄妇女的数量处于下降态势，则以总人口为分母计算的粗出生率，会必然处于下降通道。这就是说，
如果每年新增育龄妇女的人数在减少，即使这些处于生育期的某一年龄别的生育率不变，或者新增的育

龄妇女的生育率稍有提升，或者育龄妇女的增速低于老龄人口的增速，则以每千人为分母计算的粗生育

率的数据也会处于下跌态势。即使不以粗生育率为指标，而选择以总和生育率为计量单位，也会发生类
似现象①。因此，在人口转型过程中，生育期的女性的生育收益预期，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生育收
益预期，是一个与整个社会发展相关的生育预期收益，而非即时性和家庭性生育收益预期。
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越高、收益越稳定、职业生涯的发展前景越广阔，则其为生育付出的成本就越高，

其生育完第一个孩子后再次生育的边际生育意愿就越低。这使总和生育率主要取决于 25—39 岁之间
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初婚年龄越大，高龄生育的可能性就越小。但中国的初婚年龄已大大推迟。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已经推迟到 27. 95 岁，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已经推迟到
29. 38岁。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实施了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三个孩子的政策，但 40—49 岁年龄段育龄妇
女的生育率却大大低于 25—39岁年龄段育龄妇女的生育率。生育率降低的趋势，使奶奶辈女性人口数
量多于妈妈辈女性人口数量，也使妈妈辈女性人口数量多于女儿辈女性人口数量。此种趋势一旦形成，
就很难逆转。最近几年的结婚对数，就在波动中处于下降趋势。

三、智能社会的劳动需求:工作时长缩短与弹性退休
前已述及，在后工业社会，科技进步与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升，会使人类从短缺经济时期进入过剩

经济时期。人工智能与智能机器人的涌现，将更加显著地改善就业环境、提升民生品质，延长人口平均
预期寿命，增加人口金字塔的年龄分层层级，并再次迅速抬升老龄化水平，加速人口从中度老龄化向重

度老龄化的过渡( 由人口寿命的普遍延长所导致的增长) ②。与此同时，智能机器人的大规模使用，还
会显著减少生产过程对人的劳动的需求。理论上，只要智能机器人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则其昼夜工作
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如果分配合理，就完全能够满足整个社会的消费需要③。因此，在科技进步与老
龄化的赛跑中，基于现有人口转型趋势与人口年龄结构考量，如果科技进步跑赢老龄化，则劳动力人口

的劳动时长④会加速缩短，劳动强度会迅速减轻，每周的工作日会从现在的 5 天缩短到 4. 5 天。如果以
弹性劳动时间计算，则每周工作时长完全有可能缩短到 35 小时或甚至低于 35 小时。但如果老龄化跑
赢了科技进步，劳动参与人口的劳动时长则会很难缩短⑤。
在劳动时长和劳动生产率既定时，为维持一定经济发展增速，一个社会所需要的有效劳动力的数量

①

②

③
④
⑤

在人口金字塔图形中，如果处于生育旺盛期的男性人口较多，如果女性育龄人口较少且低年龄段女性人口少于

高年龄段女性人口，即使生育期的女性的生育率常态变化，则不仅粗生育率会下降，而且以 15—49岁之间育龄
妇女计算的总和生育率也会处于下降态势。
人口老化的原因，也可以总结为人口金字塔顶部的老化与人口金字塔底部的老化。在老年人口和成年人口既
定的情况下，出生率的降低和新生儿数量的减少，可以显著导致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上升。在出生
率和少儿人口、成年人口既定的情况下，老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也可以导致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
比重的上升。但如果同时发生上述两种情况，即一方面出生率和少儿人口在减少，另外一方面成年人口的存活
率和老年人口的长寿率在上升，则会导致严重的快速老龄化现象。在人口转型过程中，以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准，如果其超过 7%，则进入老龄化社会;如果其超过 14%，则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如果其
超过 21%，则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2023年，日本的老龄化率已经超过 29%，是世界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劳动参与人口在下降，但人均 GDP 却仍然在上升，这得益于机器人的广泛使用。
包括全年工作时长和全生命周期的工作时长。
从全世界来看，整个人类社会每年的社会劳动时间在缩短、法定节日与休假时长在增加。中国在 1995年 5月 1
日开始实行双休日制度。发达国家的工作时长普遍较短，有些国家已经实施了 4天工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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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既定的———理论上存在一个最优值。如果劳动力投入的数量超过这个最优值，就业就会不充分，
生产效率就会降低，择业压力就会加大，隐性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就会上升。如果劳动力投入的数量低
于这个最优值，则劳动力的劳动时长和劳动强度会增加。但人口数量、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力资本结构是
一个哲学意义的“存在”，因此，在尊重劳动生产率的同时，政府之手、市场之手和社会之手会同时发生
协调作用，形成与劳动力供给特征相一致的就业制度和退休制度，在就业优先政策的实施中，建构能够

为民众所接受的收入分配制度。应该说，工业社会建立的就业与退休制度，基本满足了“两种再生产需
要”。到目前为止，多支柱分层次的社会保险制度支撑了劳动力市场的有序性，保障了退休老年人口的
基本生活。总体而言，在基础性社会保险中，不管是现收现付制，还是统账结合制，都是一种既需维持经
济增长活力又能保障社会稳定的制度安排。
工业社会设计的就业与养老金征缴制度，在后工业社会已逐渐暴露其弊端。在智能社会，这些弊端

将日趋严重:第一，机器人的大规模使用，降低了劳动力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以新养老”的社会保障体
系难以为继。“以 65岁及以上人口比 15—64岁劳动力人口”而计算的老年抚养比，远远低于“65 岁及
以上人口比劳动参与人口”而计算的老年抚养比。因为养老保险的缴费多寡，完全决定于以劳动参与
人口薪资计算的上年社会平均工资。社会平均工资的提高，同时抬高了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这使所
有老龄化趋于快速上升的国家的养老金资金池都存在耗尽风险。第二，在“人+人工智能”的劳动场景
中，伴随人工智能对人的劳动的替代率的上升，从业人员的工资在利润分配中的占比日趋降低。这使率
先取得技术突破的头部企业突飞猛进，既占有市场份额，也迅速累积巨额财富。第三，企业被日益分化
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与技术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从业人员的人均收入，远远高于劳动密集型企
业从业人员的人均收入。但劳动密集型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也需依照上年社会平均工资为基础征
缴———即使选择以最低档 60%缴纳，也面临十分沉重的压力，这摊薄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利润，降低了
这些企业员工的现金收入，增加了断保风险。第四，在收入差距较大时，工资的平均数总是高于工资的
中位数。如果平均收入之值的抬升力量主要来自高收入群体，则中低收入群体的缴费压力就大于高收
入群体的缴费压力。就业过程的变化，一定会影响到退休之后的养老安排，拉大退休金待遇差距，这是
全生命周期管理必须考虑的内容。
另外，发展的不平衡特征，也决定了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人口平均寿命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退

休制度设计中，必须辨析清楚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人口平均寿命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同。学界和政
府部门，抑或社会舆论在人口问题争论中存在的一个重大误区，就是将人口预期寿命等同于人口平均寿

命。人口平均寿命是某个时间区间( 通常以年为单位) 出生的所有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平均存活时长。
现有人口统计方法，很难计算出某个出生年龄段人口的平均寿命———只有将这个出生同期群的所有人
的死亡年龄全部记录下来，才能得出这一数值。第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医学
科技进步正相关的概念，所以会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生活水平越高，身体越健康、劳动强度越低、劳动时
长越短，则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就越长。但不同出生同期群的人口会经历不同的生命历程，会受不同时代
社会大事件的影响，因此，不同年龄段的人口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一般而言，非
经注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是 0岁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这就是说，2022 年公布的 78. 2 岁的人口平均
预期寿命，是出生于 2022年的人口在现有经济与社会环境下，平均能够预期达到的寿命。但对于出生
于 1962年的那个出生同期群的人口而言，他们的平均预期寿命肯定大大短于 78. 2岁。因此，切不可用
当前 0岁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确定当前的法定退休年龄。在学术研究中，当然可以在不同假设下计算
不同年龄段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但这种计算只能基于现有存活人口，由此计算的数值既存在很强的

“死亡淘汰后样本的有偏性”问题，也存在很强的“性别生存优势”的影响问题( 即只能计算某个年龄段
存活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而且呈现年龄越大、男性人口数量越低于女性的问题) 。第三，无论如何设
计法定退休年龄，总会有一部分人达不到这一年龄而死亡，一部分人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存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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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短即死亡，另外一部分人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会存活很长时间才死亡。这就需要制度设计者研
究各个不同群体的健康状况及其平均寿命的长短，平衡群体利益，以公平正义之心，慎重设计就业、退休
与养老金制度。
在劳动参与人口下降的大背景下，为缓解养老金资金池的耗尽问题，现有的可行方案主要有三点:

第一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第二是扩面或增加缴费比重，第三是努力开源。对于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制
度设计，绝大多数蓝领工人( 包括雇员与灵活就业的蓝领工人) 和居民保参保人员持怀疑态度，绝大多

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白领参保人员和机关事业单位参保人员持支持态度。对于扩面，政府已经推行
了多年，但当前的扩面为未来的增保也埋下了伏笔。对于提升缴费比例，绝大多数劳动参与人口持消极
态度，因为这会侵蚀当前的现金所得，不利消费信心的提振。事实上，在经济恢复压力下，养老金的单位
缴费比重，已经从原来的 20%下调到 16%左右———降费才能增加市场活力。但即使按 60%的社均工资
缴费，很多省份也没有能力达到这个征缴标准。在努力开源方面，当前能够想到的好办法，就是强化增
值保值能力、划拨部分国有资产充实资金池、保障中央财政的补贴额①。在以上三种方案中，第二和第
三个方案，已经实施了多年。但当期养老金的收入，仍然小于养老金的支出———如果除去财政补贴，则
缺口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可以考虑对智能机器人征缴养老金，增加开源渠道，另外一方面
渐进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减轻养老金的支出压力。
理论上，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前提，是市场能够为各个年龄段不同人力资本的劳动参与人口都提供

出足额就业岗位数。前已论及，工业社会科技创新创造的新就业岗位一般多于为其“颠覆”的就业岗
位。但智能社会科技进步创造的新就业岗位会少于为其“颠覆”的就业岗位。在这种情况下，法定退休
年龄的一刀切推迟，势必会引发劳动力市场的激烈震荡。一方面，人力资本较低的高年龄段劳动力人口
很难找到人岗适配的工作，另外一方面某些特殊岗位的就业人员却能够借机延长工作年龄。但在高等
教育连年扩招的影响下，当前新增的劳动力人口主要是大学生。2024 年毕业的大学生的数量已经达到
1179万人。从 2025年到 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十年中，大学毕业生的数量都将处于上升态势。如
果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较高而又年轻的劳动力人口不得不“体力劳动化”、或者其收入水平很
难有效提升，这会严重影响教育收益率，阻塞社会流动渠道。为减轻就业市场的竞争压力，按照自愿、弹
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才符合智能社会需要的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
做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工作的前提，是对“渐进”的目标人群的区分。当前，居民保无论男

女，都是 60岁退休。在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这一参保受益群体占比最大，但每月领取到的退休金
全国平均仅为 220元左右②。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中，到 50岁退休的女工人越来越少。因为只有国有
企业严格区别工人身份和干部身份。机关事业单位的女干部年满 55 岁，如用人单位需要，也可以延缓
到 60岁退休———实际已经实践了自愿与弹性的原则。在非公经济中，企业为参保对象制定的缴费比例
( 60%、100%、200%和 300%) ，决定了其在退休之后的待遇水平。在非公经济体中，绝大多数普通职工
的社会保险是以最低缴费基数缴纳的。虽然有养老保险累计缴纳 15 年并达到退休年龄即可申请领取
退休金的规定，但由于有长缴多得、多缴多得的激励，很少有人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真的退出劳动
力市场。因为存在就业缴费、流动断保、失业断保、再就业续保等因素的影响，很多人累计缴纳的养老保
险额度较低，退休待遇也比较低。于是，在领取一份养老金的同时，再找一份灵活就业的工作，将薪资与
退休金相加以维持基本生活的稳定性，就成为原有制度框架下从业人员的理性选择。

①

②

当前，当期征缴的养老金已经低于支出的养老金。每年增加的余额，来自于国家财政的补贴。但个人账户“空
账运行”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另外，养老金支出的年均增速达到 9. 4%，但养老金收入的年均增速只有
7. 8%。
这部分参保退休人员，在 2024年增加了 20元基础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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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重点，是制度投入时间选择的“稳妥有序”。经济回升向好、市场日
趋繁荣、就业岗位充足，才能渐进延退。经济波动较大、回升企稳较缓，则应保持原有制度的稳定性。当
前确应如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那样，“完善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
支持体系”，尤其要将工作重点放在促进大学生的就业上。人力资本较高的就业人员创造的价值，一定
高于人力资本较低的就业人员创造的价值。青年一代的高就业率，除提振消费信心外，还可以增加社会
活力。只有将就业岗位视为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视为有限性和稀缺性资源，才能在平衡代际和代
内各群体利益的过程中设计合理合法的制度配置。就业、参保与退休金的领取，是三位一体的大事，关
乎千家万户，需要慎之又慎，才能既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又维护社会长期稳定。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原则，是坚守社会的公平正义。在“上岸潮”的驱使下，对于具有机关事

业单位编制身份的就业人员的退休制度的设计，更为社会所关注，因而也极其敏感。近期宜以“稳妥”
为主，除对少数的确“有余热可发”的人员实施有限度的“弹性”延退措施外，其他人员仍应严格遵循原
有制度安排，防止利益团体借改革之名谋求私利。就业人员一旦进编，一旦在机关事业单位获得职位，
则很难达到“能进能出”的目的———这不利于畅通社会流动渠道。但企业就业人员，尤其是民营企业就
业人员，一旦年龄超过 55岁，就很难找到适宜工作岗位。如果失业，会经常性陷入择业焦虑与断保境
遇，这些就业人员更易于“自愿”退休，但却难以“自愿”继续工作。因此，唯有等待市场主体率先形成经
验，再向体制内递进，才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在改革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Promo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Popul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Flexible Ｒetirement System

Zhang Yi
(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Ethnology，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upport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ith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we must
follow the law of popul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continue to develop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after the
first one． The rapid advancemen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along with the reshaping of various work scenes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will drive the labor participation population to continue to transfer from the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sectors to the service sector． This will enhan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synthetic
society”integrated by human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so as to fully unleash the dynamism and vitality of the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 Consequently，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ay wipe out more jobs than it creates．
In this context，the system designed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to gradually delay the legal retirement age needs to
be implemented in a steady，orderly，and gradual manner，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free will and
flexibility．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design of a flexible retirement system needs to address such issues as
social equity and justice．
Key words: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AI society; reduction of working hours; flexible retir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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